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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糾紛調解之研究
第一章　訴訟外糾紛調解介紹

第一節　美國發展訴訟外糾紛解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之介紹

一、源起

　　追溯美國發展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從美國建國伊始之先賢，即有對紛爭解決採法庭外解決之理念，並教示後人宜採取仲裁方式尋求紛爭解決之道。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對於後人，為免除爭執，即在遺囑中寫了仲裁條款（Arbitration Clause）；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在處理農人關於農田的界址糾紛時，同樣採取仲裁方式。渠等所採均係訴訟外解決方式之一種，即在ADR制度的建立上樹立指標性的教示典範（註一）。

　　訴訟外糾紛解決之方法有一九八八年之仲裁法案（Arbitration Act）、一八九八年美國國會根據早期在紐約州及麻塞諸塞州實際處理糾紛事件的習慣與先例，以法律授權立法方式開始採行調解（Mediation）途徑以解決勞工糾紛－New York Labor Laws §141），至於在法庭外設置調解機構，則係肇始於一九一六年為促進勞資雙方的和諧，迅速依循和平的手段解決勞資糾紛，故在國會提出紐蘭斯法案（Newlands Act），在當時依該法案由國會授權勞工部得指派勞資糾紛的調處委員（Commissioners of conciliation）協助勞資糾紛之處理，並且有「鐵路工人調解局」之設置（Board of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for Railway Labor），嗣後於一九三四年改置稱為「全國調解局」（National Mediation Board in 1934）（註二），其間鐵路工人勞資糾紛之處理，有一九二六年國會通過之「鐵路工人法案（Railway Labor Act 1926）資為依循。

　　至一九四七年國會又通過勞動關係法案（the 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 of 1947）並設立「聯邦調解糾紛服務處（Feder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Service）簡稱FMCS」，同樣以處理勞資爭端為主提供全國性之服務，此一機構至今仍設置於聯邦政府，不僅領導美國對法庭外勞資糾紛解決之推展，甚至包含跨國性之訓練調解人員、調解課程之安排設計、調解業務之諮商等，迄今約有高達八十五個國家的機構或人員曾獲得或參與FMCS的課程安排及訓練。

二、司法界興起訴訟外糾紛調解之運動

　　調解（Mediation）得到司法界之重視與運用始於一九二三年，當時由一群律師和法律學者在美國律師公會的會議上提出呼籲與討論，希望疏減訟爭及迅速解決糾紛，於是決議促成一項與法院結合的調解措施（court-connected conciliation programs），並著手從克里夫蘭（Cleveland），米尼玻里（Minneapolis），北達克達（North Dakota）、紐約市（New York City）和米爾維琪（Milwaukee）等地方開始施行，使訴訟外的調解在司法體系確實擔負重要疏減訟源，為發揮迅速解決民間糾紛之功能。

　　一九七二年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的社區糾紛服務處（community Resolution Service）開始執行一項為解決民事糾紛的調解執行計畫，此後國會並繼續支持補助辦理調解的人事經費，此項計畫的展開，不僅解決無數的民事糾紛，甚至擴及監獄中受刑人間的糾紛處理、學校裡學生間的糾紛處理、以及警察與民眾之間爭執的處理。

　　七十年代尋求替代（Alternative）司法訴訟解決糾紛之風氣盛行下，一九七六年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華倫伯格（Chief Justice Warren Burger）在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Saint Paul, Minnesota）召開著名的龐德法學會議（the Roscoe, E Pound Conference），參加會議人員是當時在美國具有相當領導地位的法官、律師和著名學者等，其中由哈佛大學佛蘭克山德教授（Professor Frank Sander）所提出的論文報告──多管道解決糾紛的方法（varieties of Dispute Resolution）一文，主張建立多種管道的法律途徑（Multidoor Courthouse），讓私人糾紛解決，除法院外可藉由調解、仲裁、協商等方式平和迅速的解決紛爭。此一論文重大的影響司法界對訴訟外糾紛解決的重視與瞭解，華倫伯格大法官對此更提出發人深省的一段話：「無論聯邦或各州，我們的司法制度在二十世紀結束之前，已經讓法官無法負荷案件數量的增加和龐大的司法行政工作（We had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our system of justice-both state and federal-may literally break down before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notwithstanding the grea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judges and the large infusions of court administration）」，他對司法體制還質問說：「難道沒有更好的方法了嗎﹖（Isn't there a better way?）」，當然華倫伯格大法官更早在一九七一年即極力鼓吹司法界應善加運用仲裁以解決糾紛而備受推崇（註三）。美國律師公會呼應上述龐德法學會議的揭示議題，特別成立輕微案件糾紛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Minor Disputes），該委員會後來改稱「糾紛處理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Dispute Resolution），自此所謂ADR運動在美國熱烈的展開與推廣。

三、調解機構的設置

　　1978年司法部檢察總長（Attaney General Griffin Bell）格瑞芬貝爾宣布補助成立三個試驗性的里鄰公正中心（Neighborhood Justice Center）在亞特蘭大（Atlanta）、堪薩斯（Kansas）和洛杉磯（Los Angels）隨後另有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休斯頓（Houston）和檀香山（Honolulu）三地區之設置，而國會之經費補助嗣後雖無法繼續，但基本的社區調解制度已經建立起來，尤其在訓練志願的調解人方面。

　　1980年美國國會認為廣為推廣訴訟外解決糾紛的方式及建立更多的糾紛解決機構是有助於美國人民的廣大利益，乃通過糾紛解決法案〝the Dispute Resolution Act〞以便於協助更多的社區紛紛調解中心，卡特總統（Jimmy Carter）旋於2月12日的林肯紀念日簽署該法案使它賦予法律效力。

　　此後美國各州風起雲湧積極推動訴訟外糾紛解決制度，其運用之廣不僅在社區鄰里門戶租賃糾紛範圍及於消費糾紛、保險、建築、醫療、農業、婚姻、家事，而調解中心之設置從公營之非營利性服務機構，到營利性的公司組織型態，依據美國律師公會之統計（American Bars Association standing committee on Dispute Resolution）現有的社區調解中心已超過445個，至於私營而頗負盛名的例如：The Mediation alternative (in St. Paul Minnesota), The Lemmon Mediation Institute (in Oakland California), Endispute Inc. (in Washington. D.C.), Judicate .Inc. (in Philadelphia)

四、美國法院的調解

　　美國法院之「調解」，舉其重要者，有所謂「法院附帶仲裁」（Court Annexted Arbitration）、簡易陪審（Summary Jury Trials）以及其他調解，如非法官調解與法官調解等，分述如后：

(一)法院附帶仲裁制

　　法院附帶仲裁是司法部（Dept. of Justice）於一九七八年建議國會撥款分別在聯邦賓州東區地方法院、加州北區地方法院及康乃迪克州地方法院所實施的一種實驗計劃。一九八五年已經推展到佛羅里達州、北卡羅來那州、德州、米蘇里州、紐約州、奧克拉荷馬州、新澤西州及米西根州等地區。

　　此仲裁制度下，賓州東區地方法院的民事金錢損害事件（money damage）在美金七萬五千元以下者，除社會安全事件與囚犯人權事件外，均列入仲裁（automatically assigned for arbitration），由「法院律師」（Bar of the Court）三人試行仲裁。仲裁時，法院律師照例須聽審證據，並經辯論，然後於雙方都不反對仲裁人所提裁決（award）時，加以判決（enter judgment on the award），並且不具事實與理由。如果任何一造不同意仲裁人的裁決，得請求正式審判（trial de novo）。此時，原仲裁中之證據、裁決之性質、金額、數量或其他一切仲裁程序中有關之事項均不得採為判決的基礎，即如無仲裁同。但請求正式審判之一造必須提存仲裁費用，於正式審判中所獲利益未逾仲裁裁決時，沒入為國家所有。

　　法院仲裁最大的好處是：減少當事人訴訟費用、加速案件終結時間、降低待審案件數量等，據統計每年有百分之十八的案件經仲裁終結，故對法院及律師而言，堪稱為一優良之制度。

(二)簡易陪審制

　　簡易陪審制可以說是利用改良的陪審程序進行和解（settlement），和解不成立進而審判。這個制度最早由俄亥俄州北區地方法院廉布樂斯法官（Judge Thomas A. Lambros）所倡導。每一當事人得在陪審名冊中選出的六人陪審團面前，提出案件實體的主張；並有一小時的時間，簡述其將於審判中所用的證據。然後陪審團經法官就法律的適用加以指示後，退席進行評議，評議時關於認定事實的「判決」（verdict），最好是意見一致，惟不一致時亦不妨提出個人的意見報告。因為這種陪審「判決」沒有拘束力，與正式審判程序的陪審不同，祇作為和解討論的依據。由於當事人在這個程序中考慮到在正式審判中可能產生對自己更不利的結果，所以多數的案件能在這簡易陪審中成立了和解。

　　與此類似的簡易陪審制，尚有麻州地方法院麥克納特法官（Judge Mcnaugth）及密西根西區地方法院安斯倫法官（Judge Richard A. Enslen）所採的雙通方式：前者，陪審團為五人，採多數決方式，陪審團退席評議前之聽審，由書記官主持，法官則坐於陪審席，權充「沉默的陪審員」，律師可以對於陪審團的「判決」（verdict）提出意見，然後進行和解或正式審判。後者，法官對於簡易陪審方式有選擇之權。法官決定採行此制時，通常在簡易陪審前數週，由法官的助理（magistrate）召集有關之律師，說明程序及採證有關的事宜。簡易陪審由法官或其助理主持，當事人必須到場，陪審「判決」無拘束力一事，在陪審「判決」以前不通知陪審團，而於其「判決」後，立刻召集和解會議，試行和解。

(三)其他調解方式

　　除上述三種「替代性的糾紛解決方式」以外，還有非法官調解、法官調解或二者併行的調解方式。所謂非法官調解，指由法官指定之調解人進行強制調解。如華盛頓州西區地方法院的法官依當地民事規則第三九．一條規定，即得將案件交付強制調解。此時，兩造律師應即先行集會調解，調解不成立時，再由兩造當事人從法院的合格志願服務律師名冊中選定一人為調解人，進行調解，調解仍無效果時，當事人得合意進入有拘束力或無拘束力之仲裁程序或審判。此項制度實施初期效果並不理想，但是目前已被認為具有相當的價值，特別是聯邦律師公會甚至建議所有的民事事件均經調解。華盛頓州東區地方法院現亦採行此制。

　　至於法官調解，因為多數法官為避免當事人產生遭受威脅的感覺，所以寧肯審判不願試行調解。但因調解本身有其存在的價值，尤其於律師請求法官參與調解時，法官亦多主動進行調解。惟因減少困擾，有的法官於調解不成立時，將案件移由另一法官審理；或於調解之前，請求另一法官參加調解會議，共同調解，如奧克拉荷馬西區地方法院即行此制。堪薩斯州地方法院亦於一九八四年開始採行類似制度。（註四）

第二節　中國大陸調解之介紹

一、中共調解之源起

　　國民政府時期曾先後頒行「民事調解法」、「區鄉鎮坊調解委員會權限規程」，此為在大陸實施調解制度之既有基礎架構，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在共產黨領導下，根據社會主義與新民主主義之特質，逐步建立發展其共產主義形式的調解制度，回溯國共二次內戰期間，中共的佔領區域同樣實施民間糾紛的調解工作，及抗日戰爭期間亦標榜調解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已經法律化、制度化的人民民主政權司法制度的一部分。當時即有三種調解，即政府調解、法庭調解和民間調解。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目前調解已形成了法院調解、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互相獨立又互相聯系的調解制度體系。

二、中共調解制度的體系

　　中共的調解大致分為法院調解、人民調解及行政調解。法院調解，是中共人民法院對受理的民事案件、經濟糾紛案件和輕微的刑事案件進行的調解，是訴訟內調解。人民調解，即一般民間調解，是由人民調解委員會對民間糾紛的調解，是訴訟外調解。行政調解，是國家行政機關依照法律規定，調解解決某種特定的民事糾紛或經濟糾紛，例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地方各級工商行政管理局可以調解經濟合同糾紛，公安機關可以調解處理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情節輕微的打架鬥毆或者損毀他人財物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這也是訴訟外調解。此外，基層人民政府調解一般的民間糾紛，也屬於行調解。

　　以上三種調解，都是依照法律、政策，採取自願原則所進行的排難解紛的活動，這是它們的共同點。它們的區別是：

　　(一)調解的主持者不同。法院調解的主持者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人民調解的主持者是群眾性的調解組織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政調解的主持者是按照法律規定負有調解糾紛職責的國家行政機關。

　　(二)調解的範圍不同。法院調解的，是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經濟糾紛案件和刑事自訴案件（一般是輕微刑事案件）；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是民間糾紛；行政機關調解的，除基層政府對民間糾紛的調解外，則僅限於法定的具體糾紛，例如工商行政機關只是按照經濟合同法的規定，調解經濟合同糾紛。三種調解，以法院調解的範圍最廣，包括民事案件、經濟糾紛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而人民調解只限於一般的民事糾紛，行政調解只限於法定的糾紛。但人民調解的數量最多，它可以解決社會上發生的大量的民間糾紛，進行廣泛的社會干預。

　　(三)調解的的性質不同。法院調解是人民法院在處理民事案件、經濟糾紛案件和刑事自訴案件的訴訟過程中，依照法律規定進行的一種訴訟程序或必經程序（指離婚案件而言」。人民調解和行政調解則不屬於法定的訴訟程序，更不是訴訟的必經程序。

　　(四)調解協議的效力不同。法院調解達成協議生效後，與判決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雙方當事人必須執行。如果一方反悔，另一方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而人民調解和行政調解達成的協議，一般靠當事人自覺執行，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力。如果一方或雙方反悔，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任何單位或個人不能干涉或阻止。人民法院受理後，可以再行調解，可能維持原來的協議，也可能改變原來的協議，這表現了訴訟調解與訴訟外調解的區別關係。

　　以上三種各有區別的調解，都是對一定範圍內糾紛事件進行的干預。法院調解，作為一種訴訟活動，表現為國家的干預，它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力，最有權威性。人民調解，以它的群眾性，表現為廣泛的社會干預，是大司法工作社會化的體現。行政調解，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管理的一種手段，表現為行政干預。三種調解，在中共的調解制度的體系中，各自占有不同的地位，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各顯其能，相得益彰。

　　這三種調解中，法院調解自然屬於司法意義上的調解；人民調解，根據中共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也屬於司法意義上的調解；至於行政調解不具有司法意義。

　　此外，按照有關仲裁的法規、規則，仲裁機構在仲裁經濟糾紛的過程中，可以進行調解。按照中共國務院1987年7月31日發布的《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因履行勞動合同發生爭議，當事人可以向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這兩種調解也屬於訴訟外調解。（註五）

三、中共的訴訟外糾紛調解－人民調解

(一)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定位、任務和作用

　　1.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定位

　　根據中共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的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下設的一個工作委員會，其基本職能是“調解民間糾紛”1989年6月17日中共國務院發布施行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以下簡稱《調解條例》）更明確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這說明，人民調解委員會是不同於國家司法機關，也不同於國家行政機關。

　　2.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任務

　　中共《調解條例》第五條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任務為調解民間糾紛，並通過調解工作宣傳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紀守法，尊重社會公德。”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推行，發生在人民之間的大量的生產經營性糾紛日益增多。人民調解組織也積極主動地調解了這類糾中的比較簡單的一部分，對於公民與法人之間、法人與法人之間的財產權益糾紛，情況複雜，政策性強，人民調解委員會不得進行調解。其他涉及外僑、宗教、民族等重大糾紛，也不得進行調解。

　　3.人民調解的作用

　　人民調解從中共建國前到建國後，已經有了四、五十年的發展歷史，不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加強人民內部團結、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生產建設等方面，都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特別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廣大調解人員活躍在農村、廠礦企業，為人民排難解紛。人民調解在中共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和發揮作用，這主要表現在：

　　(1)及時解決大量的民間糾紛，促進安定團結。大陸人口眾多，社會生活中每天發生的糾紛層出不窮，如果不及時妥善地處理，就會影響社會的安定。調解委員會遍布城鄉各地，主動發現和解決了大量民間糾紛，及時消除了影響安定團結的因素。

　　(2)預防和減少糾紛，防止矛盾激化。1984年8月召開的全國司法行政工作會議，確定人民調解工作的方針為“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後各地調解組織貫徹這個方針，除及時地調解糾紛，一方面積極有效地預防糾紛，在“防”字上多下功夫。故調解工作能摸清轄區情況，及時掌握徵兆，抓住糾紛源頭，針對糾紛重點戶、重點人，主動做好思想疏導工作，把糾紛解決在萌芽狀態，防止了一些民間糾紛演變為刑事犯罪和自殺事件，避免了給社會造成的許多危害。

　　(3)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糾紛，有的涉及違法問題，有的是道德的問題。調解人員在調解過程中，一方面要對當事人進行法制教育，另一方面要進行道德教育，這種法制和道教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起著提高人們的法制觀念、改善社會風氣、發揚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作用。所以人民調解組織對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4)有利於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中共標榜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特徵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參與國家和社會的管理。這種管理有間接和直接兩種形式。前者是指人民通過自己選舉的代表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後者是指人民直接參加國家與社會的管理。人民調解就是人民直接參加社會管理的好形式。人民調解委員會由群眾直接選舉產生，解決群眾中發生的糾紛，體現人民群眾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約束自己的群眾自治精神。人民調解實行民主協商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這也是民主建設的要求。所以，人民調解對於提高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民主意識，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具有積極的作用。

　　(5)有利於人民法院工作的推展。人民調解委員會是解決民間糾紛的“第一道防線”，是法院的有力助手。經驗證明，凡是調解工作開展得好的地方，法院的收案就減少，反之，收案就增多，工作就被動。所以，加強人民調解，對人民法院做好審判工作是至關重要的。

(二)人民調解的效力

　　中共《調解條例》第九條第一款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當事人應當履行。”第二款規定：“經過調解，當事人未達成協議或者達成協議後又反悔的，任何一方可以請求基層人民政府處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訴。”第一款的規定說明人民調解達成的協議有一定的法律約束力，這是因為調解協議性質為民事契約，是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的一種合意行為，應當共同遵守履行。但是，人民調解畢竟不是訴訟上調解，協議並沒有強制執行力，因此第二款規定，達成協議後又反悔的，可以向法院起訴。

(三)人民調解的組織

　　根據中共《調解條例》的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由調解委員三至九人組成，設主任一人，必要時可以設副主任。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由村民委員會成員或者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的以外，由群眾選舉產生，每三年改選一次，可以連選連任。在多民族居住地區的人民調解委員會中，應當有少數民族的成員。為人公正，聯繫群眾，熱心人民調解工作，並有一定法律知識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可以當選為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委員如果因故不能任職寺，由原選單位補選；如果嚴重失或者違法亂紀的，由原選舉單位撤換。

　　根據中共《調解條例》的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城市設在居民委員會內，在農村設在村民委員會內。企業、事業單位根據需要，也可參照條例的規定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這是許多廠礦企業事業單位人員較多，居住集中，又自成系統，居民委員會的調解組織不便於解決，因此，很有必要單獨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

(四)人民調解委員會與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的關係

　　按照中共《調解條例》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進行工作。這是人民調解能夠健康發展的保證。

　　基層人民政府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指導，由它的主管機關──司法行政機關擔任，具體工作由其司法助理員進行，主要是：幫助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建立與健全調解組織，培訓調解人員，指導調解組織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幫助調解組織建立和健全各項制度，等等。

　　基層人民法院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指導主要著重在業務方面。通常的做法是：(1)主動關心調解委員會的工作，對於他們提出的有關法律、政策方面的疑難問題，協助研究解決。(2)調解委員會調解某些政策性較強的糾紛時，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派員進行具體指導；(3)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巡迴就地辦案時，人民法院或人員參加旁聽，借以提高他們的法律、政策水準；(4)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人員定期不定期地給調解人員講授法律知識，傳授辦案經驗。

　　有些基層人員法院還將自己受理的某些一般的民事糾紛交給當地的人民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以減輕積案的壓力。這種做法，可以便利群眾訴訟，及時解決糾紛，也可以密切人民法院與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關係。但是，一定要以當事人同意接受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為前提。在調解過程中，人民法院還應當加強業務指導，注意及時糾正可能發生的錯誤。如果調解達不成協議，當事人要向人民法院起訴時，應當允許，不得干涉和阻止。

　　基層人民法院對於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符合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的，應當予以支持；違背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的，應當予以糾正。在糾正錯誤的調解以後，還應當幫助人民調解委員會檢討產生的原因，防止以後再發生類似的錯誤，從而提高調解人員的法律水準和調解工作能力。

(五)人民調解的基本原則、紀律和工作方法

　　1.人民調解的基本原則

　　中共《調解條例》第六條規定：“人民調解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工作應當遵守以下原則：

　　(1)依據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進行調解，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沒有明確規定的，依據社會公德進行調解；

　　(2)在雙方當事人自願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調解；

　　(3)尊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不得因未經調解或者調解不成而阻止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

　　上述三項原則，也就是合法原則，自願平等原則，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原則。這三項原則是總結人民調解工作多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而規定，是完全正確的，缺一不可的。

　　合法原則即法制原則，就是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糾紛必須依法辦事。一方面，調解糾紛的範圍要符合法律規定，不得在法定範圍以外調解糾紛。另一方面，調解達成的協議要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沒有法律、法規、規章的，要符合黨和國家的政策。民間糾紛往往涉及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的爭議，調解糾紛時，要根據法律、政策，分清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係，明確民事責任，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同時，民間糾紛中也有不少並不具有違法性，但卻是違背社會公德的，例如，因一般不正當男女關係引起的糾紛，因不遵守社會公德而引起的鄰里糾紛，等。對這類糾紛涉及的社會關係，主要依靠道路規範來調整。社會主義道德規範和國家的法律一樣，也是為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的社會關係服務的。法律所禁止的，也是道德所譴責的；法律所支持的，也是道德所倡導的。所以，在法律、政策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可以依據社會公德進行調解。這就是運用社會主義道德準則來評斷行為的是非，教育有過錯的當事人認識自己的不道德行為，自覺改正錯誤，從而了結糾紛。

　　自願平等原則，包含自願和平等兩層意思。所謂自願，既包括是否進行調解必須雙方自願，不得強迫，也包括調解達成的協議也必須出於雙方的自願。調解協議明確的權利義務關係、是非界限、責任承擔、履行協議的方法、期限等，都必須是雙方當事人完全自願的承諾，而不是外力強制作用的結果。自願原則，是人民調解的性質決定的。人民調解既然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決糾紛的重要方法，就必須建立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之上。強迫調解是違背人民調解的宗旨的。至於平等原則，則是民事糾紛平等主體在人民調解工作中的體現。雙方當事人在調解中地位完全平等，權利和義務完全平等，不允許偏袒一方或歧視一方。這樣，才能保證進行公正合理的調解。

　　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原則，與自願原則是緊密相聯的。當事人不願經過調解，或者經過調解達不成協議，或者達成協議後又翻悔的，一方或雙方當事人都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這是法律賦予每個公民的訴訟權利，調解委員會和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阻止、限制和刁難。

　　2.人民調解的紀律

　　條例第十二條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必須遵守以下紀律：

　　(1)不得徇私舞弊；

　　(2)不得對當事人壓制、打擊報復；

　　(3)不得侮辱、處罰當事人；

　　(4)不得洩露當事人的隱私；

　　(5)不得吃請受禮。”

　　以上五條紀律是調解人員正確調解民間糾紛的重要保證。首先，調解人員是群眾選舉出來的為人民排難解紛的工作人員，應該辦事公道，清正廉潔，不徇私情，不謀私利，才能堅持原則，依法公正調解。其次，人民調解委員會不是司法機關，也不是行政機關，無權對當事人實施強制手段或進行處罰。也不能簡單粗暴，壓制威脅當事人，更不得借機進行打擊報復。如果對當事人打擊報復、肆意侮辱、濫施處罰，那就不僅違背了人民調解的性質和宗旨，而且是一種侵犯公民權利的違法亂紀行為，應該堅決糾正。對於其中情節惡劣、後果嚴重的，應予追究其法律責任。第三，在調解過程中接觸到當事人的隱私不得對外洩露。如果洩露出去，不僅是侵犯了當事人的隱私權，也是一種違紀行為。

　　3.人民調解的工作方法

　　根據條例第七條、第八條的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採取以下工作方法：

　　(1)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及時調解糾紛；當事人沒有申請的，也可以主動調解。這就是說，人民調解委員會只要發現了鬧糾紛的或是有點糾紛苗頭的，當事人雖然沒有申請，也可以主動進行調解，以及時解決糾紛，或是把糾紛解決在萌芽狀態。多年來，許多人民調解委員會都是這樣做的。他們密切聯繫群眾，深入調查研究，及時發現問題，及時予以解決。這對於防止矛盾激化、促進安定團結，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2)跨地區、跨單位的糾紛，可以由有關的各方調解組織共同調解。便於協調各方的意見，取得圓滿的調解結果。

　　(3)可以邀請有關單位和個人參加調解。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糾紛，邀請當事人所在單位派人參加，或邀請對當事人有影響的個人參加，可以協助調解組織了解情況，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有利於糾紛的及時妥善解決。這是人民調解多年來採取的行之有效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

　　(4)應當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充分說理，耐心疏導，消除隔閡，幫助當事人達成協議。這是人民調解的基本工作方法。首先，要深入調查，弄清事實真相，分清是非曲直，這是依法公正調解的基礎。其次，要堅持說服教育，耐心細緻，以理服人，使雙方消除隔閡，互諒互讓，達成協議。

第三節　日本調解制度之介紹

　　日本的調解制度可上溯十七世紀幕府時代，地方上各種糾紛上告將軍幕府之前，應先經地方村會之調停，自德川家康時代亦有類似調解制度。明治維新後，明治八年公布採用勸解制度，明治二十三年，制定法院組織法，並以德國法為典範之舊民事訴訟法中規定仲裁程序及起訴前之和解程序，而廢止勸解制度。其後始有借地法、借家法之制定，而為圓滿解決關於借地借家之紛爭，而制定借地借家調停法，其為日本調解制度之創始。如今，主要是由裁判所及裁判所內部組織之調停委員會所進行的調解或仲裁，而所行之調解大都依各種調停法為之，茲分述如後：（註六）

一、借地借家調停法

　　於大正十一年（即公元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公布，同年十月一日施行，法律並非全國性普通適用，而是指定特定地區適用的特別法。大正十一年施行時，指定適用於東京府、京都府、大阪府、神奈川縣、兵庫縣，至大正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追加愛知縣。此項法律規定調停事項為土地或建物之賃借、地租、租金及其他有關借地借家關係所生之爭議。除依聲請而進行調停外，受訴裁判所如認為適當，可依職權移付調停，此時訴訟在調停終了前，其程序中止，這種訴訟中止之規定，於依當事人之聲請而開始調停者，亦有適用，唯裁判所若認當事人利用調停妨害訴訟之進行者，自可駁回其聲請。

二、租佃調停法

　　此為大正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公布之「小作調停法」，同年十一日施行。此一法律規定調停事項為佃租或其他佃耕關係所生之爭議，這種所謂「小作爭議」，泛指地主與佃戶間的爭議，地主彼此間之爭議，及佃戶彼此間之爭議。其施行之時，明定：長崎縣、宮城縣、福島縣、岩手縣、青森縣、山形縣、秋田縣、鹿兒島縣、沖繩縣等九縣為不施行地區、大正十五年六月一日、長崎、福島、山形、秋田、鹿兒島等五縣成為施行地區，昭和四年七月一日宮城、岩手、青森等三縣又開始施行，因此，除沖繩縣外，全國均施行。

　　調停亦由裁判所所屬調停委員會管轄，調停主任一人由地方裁判所長就判事中指定之，調停委員會由地方裁判所長選任適當之人備用，調停主任於每一事件受理後，再就實際需要予以指定，所以調停委員會是由調停主任一人及調停委員二人以上所組成。

　　調停的聲請，可以直接向裁判所提出，也可以經由爭議標的土地所在地之市町村長，向裁判所提出聲請。裁判所受理這類事件後，應即將其要旨，通知爭議標的土地所在地之市町村長，蓋此項爭議乃地方性問題，有其協力解決之必要也。

三、商事調停法

　　該法公布於大正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同年十一月一日施行。此項法律與前揭借地借家調停法類似，原僅指定施行區域為東京府、京都府、大阪府、神奈川縣、兵庫縣、愛知縣，均非全國性普遍適用之法律。

　　調停事項以關於商事所生之爭議為限，調停機關為區裁判所所屬之調解委員會，其組織準用借地借家調停法之規定。

　　調停手續亦全部準用借地借家調停法，唯當事件複雜，需要計算者，裁判所或調停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得選定計算人計算，商事爭議於當事人合意時，調停委員會可依據民事訴訟法為仲裁判斷。換言之，當事人聲請指定調停委員會為仲裁判斷時裁判所應開調停委員會為仲裁判斷。

四、勞動爭議調停法

　　該於法大正十五年（西元一九二六年）公布施行，勞動爭議調停之管轄歸行政機關，此點與前述借地借家調停、商事調停及小作調停之歸裁判所－司法機關管轄不同。唯調停的工作是由行政官署依法組成的調停委員會為之，此又與前述另三種調停可由管轄裁判所自身執行調停工作之情形不同，蓋以行政官署自身出面所作之調停，非調停法所訂之調停。調停委員會組設之請求於勞動爭議發生後，行政官署依當事人雙方或一方之請求，以職權組設調停委員會，所以勞動爭議調停委員會並非常設機構。調停委員會是由九名委員組成，其中六人由勞動爭議當事人雙方各選定同數三人，另三人由行政官署就該爭議無直接利害關係者選定之，行政官署就將調停之任務付託之，受付託者無正當理由不得辭退，這三人即所謂中立委員。委員人選決定後，由行政官署召集開會，調停委員會互選一人為主席（議長）、一人為主席之代理人、以投票方式，得多數票者充任之，未獲多數票時，抽籤定之。通常是從中立委員中選出或抽籤。調停委員會非有議長或其代理人及雙方當事人選出之委員各二人以上之出席，不得開會，議事事項以出席委員過半數決定之，可否同數時，由議長決定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調解被援用於更多民事糾紛的調處。平民法庭以普通民眾採用簡易程序調處標的在三十萬日元（約一千一百美元）以下之微量民事糾紛事件。全國共設有五七五處簡易法庭以受理並調解此類民事及家務案件。此外如佔三分之一民事案件之車禍事故糾紛亦在調停之列，協議達成率有七十一％；再者環保糾紛日益增多，故在一九七○年十月通過之環境污染糾紛處理條例中規定分別在中央及地方政府設立調解委員會，其成員包括法官、行政官員、醫療專業人士、律師、法學教授等以受理糾紛調停或調解。一九七四年起修法後更是規定委員會可不待申請，自行主動出面調解，調解委員會平均每件處理事件為十個月遠比法院之處理速度短得多。

　　另一種在裁判所或行政機關以外，可為之調解途徑為由各市町村公所所設之「市民相談室」，其功能除了聽取民眾之訴怨外亦兼行調解消費者保護之案件，此者為社區糾紛調解防患未然之前置措施，不失為東方文化以和為貴之特質，其相談內容無所不包、廣及各種生活諮商與法律意見提供，該相談服務對於創造社區居民平靜祥和的生活，發揮無比的安定功能。

第四節　泰國社區調解之介紹

　　泰國之調解服務系統多元，可分述如次：（註七）

一、村落調解委員會（Village Mediation committees）

　　泰國之村落調停委員會（Kena Kamakaran pranom Kopipat）有人稱之為「村落法庭」（Village Court）但司法行政部極力反對此稱呼。此委員會其實是古已有非正式之糾紛調處組織，內政部與部份省長極為重視，自一九八三年年起推廣，每一村落選出三人擔任調解委員任期一年，重要案件需三人合主，輕微案件則可以二人或獨任調解，調解時應有二人立會作證。達成協議時證人亦應簽字。調解項目涵蓋離婚、通姦、誘拐、土地、繼承、毀約、不法行為、侮辱、擅侵、中傷等民刑事案件。

二、幫派鬥爭調解（Gang Warfare Mediation）

　　一九八四年由加荷巴省長所創專事調處惡少幫派明暗爭鬥之調解工作，由宗教界人士立證，邀約各幫派作息爭調停，並發誓不再為非作歹械鬥為一創舉，使以幫派動輒打鬥殺人而惡名昭彰之加荷巴省得以洗去惡名，其最大成功要訣為宗教氣氛化解對立。

三、基層幹部調解（District officer Mediation）

　　基層幹部（泰語稱為Nai umshur）為派駐各地區而向內政部負責之行政官員，在內政部地方行政司之指導下，依照一九一四年頒訂之地方行政第一○八條之規定從事標的在二○○銖以下財物糾紛事件。一九八四年將價值上限調整為二萬銖，另依同法基層幹部亦有加協同調解之責任。

四、人民自由及公共利益保護局之調解

　　內政部公訴司人民自由及公共利益保護局係於一九八二年設立，其職責為對於落後鄉村地區，一般鄉村地區及曼谷之地區從事民刑事糾紛之調處。

五、農民及貧民輔導委員會

　　農民及貧民輔導委員會（泰語稱為Kor Chor Kor）係成立於一九八五年，設於首相辦公室下其任務之一為調解農民或貧民所遭遇之糾紛事件。

六、勞資糾紛調解（Labor Mediation）

　　根據一九七五年勞工關係法之勞動糾紛調解，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勞工處。

七、警察調解

　　警察人員可依刑事訴訟法及一九五六年刑事案件解決法之規定進行調處，實務上最常見之調解事件，則為車禍事件調處。

八、家庭福利調解

　　泰國內政部公共福利司家庭福利調解科主辦家庭福利之糾紛調解，並有女性律師協會之協同調解。

九、和尚調解

　　泰國為佛教國家，和尚之社會地位受人尊重，尤以資深之和尚人格崇高一言九鼎，故自古以來，除以宗教力量作為人民的精神依靠外，凡信徒之糾紛由和尚作調解人多能平順化解，且消弭爭端之力量至為鞏固安定。

第二章　調解的法則與調解進行的步驟

第一節　調解的法則（The rules of Mediation）

　　調解雖然沒有像訴訟或仲裁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規定，但任何的調解委員或調解機構仍宜在當事人申請調解，簽下請求調解同意書（Agreement to Mediate）以前，提供印有調解法則的文件予當事人，以便其瞭解進入調解程序所受的約束及調解進行的方式，使當事人先行瞭解調解的性質進行式及其權益保護，一般典型的調解法則都會涵蓋下列的說明：

　　一、程序解說（matters of procedure）：此項解說主要在介紹申請調解所應填載的各樣表格，並說明調解進行的程序，及敘述調解進行中調解委員要如何處理調解案件的情形。

　　二、保密原則（confidentiality）：此係要求當事人或與案情相關的關係人，都一定要遵守對於調解進行中所說的話保密不得對外洩露，尤其是調解人對於調解中所得知雙方的任何訊息應堅守調解委員道德規範外，即使嗣後雙方沒有達成和解，當進入訴訟程序時，調解委員不得對外發表任何言論，更不得在訴訟上作為證人。

　　三、收費標準（fees）：調解機構受理調解案件，其費用收取務須讓當事人明確瞭解，有些是免費或有按件計費，或是按時計費，計費的時數比率如何？雙方當事人分擔比例如何？凡此讓當事人瞭解以便其核算負擔風險與成本。

　　四、責任排除（exclusion of liability）：說明調解委員係作當事人雙方的中間揍和人，調解委員獨立的協助行為不代表調解機構，調解人也不是調解機構的受雇人，調解委員不替當事人做法律諮商，當事人需要法律意見可以請問律師，並可隨時聘請律師來代理進行調解。

　　五、證據適用法則（rules of evidence）：對於訴訟上或仲裁程序所使用的證據法則並不適用於調解程序，簡言之，調解程序並不適用訴訟上或仲裁程序中的嚴格證據法則，凡是當事人認為在調解進行中與任何主張有關的說明，文件或其他足資佐證之資料都可以提出。

　　六、無記錄原則（no record）：在調解的進行程序中，當事人可以毫無顧忌言所欲言，並無須做訴訟上或仲裁程序上所考慮之運用攻擊防禦技巧，即調解機構或調解委員不會對當事人的任何言詞留下記錄，縱使調解委員在與當事人交談中所作的筆記或註記紙張嗣後都要求予以銷毀。

第二節　調解進行的步驟

　　調解的進行法律上尚無規定程序之行使，惟當事人對等，程序公平之維護則不可疏忽，其進行宜以下列主要步驟為之：

(一)調解委員的開場白（Mediator's Opening Statement）

　　當事人到了調解室，坐定於調解會議桌兩邊後，調解委員當然應坐在雙方中間，然後開始程序的進行。

　　1.調解委員自我介紹（Introduces Self）：調解委員扼要的介紹自己的經歷背景外，並說明是由調解機構指派，或自己即是當事人所挑選的人。

　　2.介紹當事人（Introduces Parties）：介紹雙方的當事人及與雙方一同出席的代理人或證人，並確認雙方的住、居所地址及聯絡的方式，此者除確定當事人外，且方便調解委員與當事人的聯繫溝通，或當事人間互相聯繫。

　　3.嘉許當事人（Commends Parties）：即調解委員先好意稱頌當事人的明智選擇調解，此者讓當事人在興訟以前有個良好溝解決糾紛的管道，化解互相敵對仇視的困境。

　　4.說明調解委員角色（Explains mediator's Role）：調解委員說明自己是受過訓練有多年經驗的，在調解的角色扮演中，作為一個調解委員沒有權利為當事人下決定，不能將當事人壓迫或移送法院或推荐當事人興訟，惟只是當事人的橋樑和中間人。

　　5.解除當事人壓力（No Pressure）：調解沒有時間壓力，在調解進行中，只要當事人方便隨時都可以離開調解室，作為一個調解委員一定會在調解室繼續等著當事人。

　　6.解說進行順序（Explains Procedure）：說明接續在調解人開場白後，請當事人說明之順序，即先由申請人表達意見，再輪由相對人提出說明並告訴當事人不可在他方進行說明時打斷說話，如果對他方的說明有意見須自行摘要筆記，待一方說明結束後再行提出。

　　7.說明證據資料的使用（Use of Evidence）：調解委員宜告知當事人，對於每項說明隨時都可以提出任何足資輔助之證據資料，藉以讓調解委員與當事人都能迅速溝通瞭解系爭糾紛之所在，且此種證據資料之提出並不受法院所引用之證據法則之適用。

　　8.解說討論與個別商談之進行（Discussion & Caucusing）：調解委員宜再說明，當雙方各自表達意見後，會進行互相對話討論，或給證人說明的機會，在調解委員認為有必要與單方當事人商談時，調解委員將要求與一方到另一個獨立房間或會議室作個別商談，而所談內容並聲明會保密不洩漏給他方，在此同時應說明個別商談對雙方都有機會，且不會因而偏袒一方。

　　9.說明絕對保密性（Confidentiality）：調解委員向當事人說明，調解的保密性，即使調解委員在瞭解過程所作的任何摘要紙張或筆記，都會在調解結束後丟棄銷毀，讓當事人瞭解縱使調解無法達成合意（agreement），將來到法院提起訴訟時所有在調解程中的主張、說明或證據資料，都不會由調解機構或調解人洩漏給法院。

　　10.達成合意之後調解書（Consent Agreement）：調解委員宜向當事人說明當雙方協商有結果時，須要作成一份調解書，記明雙方合意的內容，由雙方同意簽名，嗣後雙方即應遵守該合意內容履行，如有不履行者，他方得據此合意契約向法院提出訴訟，或請求執行。

(二)當事人的陳述（The Disputants' Opening Statements）

　　當調解人的開場白講完後，接著由糾紛的當事人進行說明，當事人應該瞭解，即使雙方在此進行調解之前，曾經談判失敗、或案件正進行訴訟在法院，調解都是給予協商和談的最珍貴機會，因為那是可以自行掌握進退抉擇的場所，在進行陳述時，則有下列要領：

　　1.直接向調解人述說（speak to the mediator）：當事人宜坐定後以輕鬆交談的口語直接向調解人陳述而不是向相對人聲討叫囂，也不是向調解人說一些抱怨的話，如此以讓自己逐一的說明事實經過，避免與相對人間互相激怒，並建立和調解人間的融洽關係。

　　2.從結果說起，再說過程（start from the End, not the Beginning）：陳述的目的是要向調解人及相對人敘說自己的想法及事情對個人的影響，所以最簡要的方法，是從結果及其影響、感受敘述，如此容易讓聽的人瞭解事實，及知道進入調解的原因與陳述人的感受。

　　3.敘明發生時間（Use Dates Carefully）：當陳述事實時，最好要把經過的發生時間盡量說清楚，這樣可以幫助調解人完全的瞭解事實，有助於做雙方的溝通橋樑。

　　4.提出證據資料（Display Evidence as you Tell your Story）：在事實經過的說明，宜就各項內容盡量提出證據資料，例如：照片、收據、帳單、醫院證明等，藉此證明自己的陳述。

　　5.暫不提出要求（Do not Conclude Opening Statement With a Demand）：當結束自己的陳述時，就應斷然停止，不要急著向對方提出要求，而應等待對方作陳述後，由調解人協調始提要求條件，如此可以避免匆促中所提要求，到後來發生變更困難的情形。

　　在一方陳述時，另一方即應該仔細聆聽，如此才可以知道雙方的糾紛自己卻還有不明白的隱情，或沒有處地瞭解他方的感受，同時也可以思考自己可能接受的要求，或自己可以提出的要求，因此聆聽的一方宜把握下列要領。

　　1.不可打斷陳述（Do not Interrupt）

　　假如他方做誇張或不符事實的陳述時，要保持冷靜或不立即反駁確實不容易，但切記這不是法院，非要去爭辯是非，進行調解的目的旨在由雙方協調解決可以互相接受的方案，且調解人依其經驗自有能力分辨誰是誇大吃噓的言詞，無論如何就讓對方把話說完不要去打斷，至於有何爭辯或澄清要說明，宜摘要筆記下來，待對方陳述完畢後自可再次提出說明。

　　2.注意瞭解需要與要求（Listen for Wants vs. Needs）

　　個人的需要（needs）可以包括一切的利益，例如：感情的慰撫、經濟的彌補、應有的尊重等，而要求（wants）則是具體的一定數額的金額賠償、終止契約或恢復工作等，因此需要與提出要求的內容在調解上是有差距的，當事人應該明白提出要求的內容，絕不會與個人的需要相互符合，當他方在進行陳述時，要盡量去瞭解他的需要與要求，如此始容易下定自己的對策。

　　3.試著找到協商的籌碼與契機（Try to Uncover Bargaining chips and Opportunities）：仔細聆聽對方的陳述，可能會發現新的問題或爭執，通常它會令人感到生氣，但是這又創造另一種協商的契機或籌碼，或許對整個爭執反而更容易解決。

(三)討論（Discussion）

　　調解就是要當事人面對面來解決爭端，當各自的陳述完畢後，調解人即應讓雙方進行討論。此一階段多半會出現情緒失控、互相批評的情景，因此調解人須要作良好的現場控制，避免互揭瘡疤與人身攻擊，所以調解人可依下列要領進行調解。

　　1.整合問題爭點（Organized the Issues）：讓當事人面對面的討論，是要使問題爭執愈辯愈明，藉此調解人即可將各個爭執點很清楚的整理出頭緒，並且對爭執由小而大逐一化解，在處理次序上從小面簡單的爭執先解決，對於在當事人間建立互信的基礎尤為重要。

　　2.找出隱藏的爭點（Looks for Hidden Issues）：即使在當事人的討論裡，雙方會爭辯不休，或當事人侃侃而談中，有些隱藏的爭執問題，或當事人有意隱瞞的問題，調解人都應盡量在此一階段找出來，如此始有助於糾紛的圓滿解決。

　　3.讓雙方盡量有機會詢問對方（Give Chance to Question the Other Side）：縱使雙方的討論容易使情緒激揚，但是調解人就應充分的控制場面及掌握程序的進行，為了使爭執問題能明朗，而不讓任何一方在作決定方案時不會留下任何心理的疑惑，尤應讓雙方盡量有機會詢問對方。

　　4.請證人說明（Calling Witnesses）：調解程序不像法院須要凡事講求證據或證人，但在當事人的陳述中如能借助證人及證物的說明，將可使雙方爭執容易釐清，因此如當事人認為有必要，在討論的適當時機即可請求證人出席說明。

(四)個別協談（The Caucus）

　　對於當事人而言，在雙方面對面討論時候，可能有些話不方便說出來，或調解人認為有待明瞭的細節，仍須私下請問當事人，而足以免除當事人尷尬的方式，就是個別的協談。

　　為了使個別協談不至於導致猜疑或誤會調解人有偏頗協助他方的情形，在進行時宜注意下列要項：

　　1.程序（Procedure）：調解人若要進行個別協談，在當事人完成討論後，即可告知當事人，先請一方離開討論室，由調解人與他方個別協談，然後輪流進入討論室協談，或最好將一方安排到另一討論室，而由調解人穿梭兩邊協談，在個別協談時調解人宜以更輕鬆、平易的氣氛處之。

　　2.保密（Confidentiality）：調解人與當事人間進行個別協談的最大原則就是不可將協談內容在他方面前透露，除非是經過當事人同意始得為之，因為個別協談目的是在促使調解人瞭解真象，以求化繁為簡，絕不可因此而徒增事端。

　　3.協談詢問（Mediator's Questions）：個別協談時，調解人自能藉此緩和當事人的怨氣或探求其意見，因此調解人通常可用下列的問題詢問當事人：

　　(1)依調解方式來解決紛爭，請問你要求什麼的條件？

　　(2)假如不能達成和解時，請問你要怎麼辦？

　　(3)對此件紛爭，請問你預計要花多少時間或多少金錢去解決？如果用調解無法解決；而還要上法院預計花多少成本？

　　(4)如果你是對方當事人，你有什麼樣地感覺？

　　(5)如果你是對方當事人，你期待什麼的解決方式？

　　(6)請問你認為什麼樣的解決方式最適合、最公平？

　　(7)假如今天就能解決紛爭，你覺得如何？

　　4.幫助設身處地思考（Helps Rethink your Position）：為了圓滿達成協議，調解人應該勸諭雙當事人方各站在他方的角色來設想，所以調解人可以下列問題勸當事人多體諒、多想想。

　　(1)請想想自己在糾紛事件中，真的沒有過失或應承擔的責任嗎？

　　(2)如果這樣的事件提到法院去訴訟，陪審團也不會認為全都是對方的錯吧？

　　5.提議解決方案（Creates Settlement Options）：作為一個調解人的很重要工作，就是協助思考找尋良好的解決方案而提出建議一般尋求解決方案的技巧有：

　　(1)雙方妥協（Comprise）：這是讓當事人最簡捷的接觸，而鼓勵雙方各讓一步的作法。

　　(2)道歉（Apology）：當一方有明顯的錯誤時，通常在人際摩擦的紛爭裡，調解人會力勸一方先作口頭或書面的道歉。

(五)當事人再次協商（More Joint Negotiations）

　　個別的協談（caucus）後，調解人和各當事人必產生共識，或當事人澄清不少心中疑惑，因此由當事人再回到協談室面對面協商，將使紛爭的解決有更大的進展，此次協商則有下列特色：

　　1.再次協商的目標與過程（Purposes and Procedures for Joint Negotiate）

　　當事人有新的共識，顯示調解有很大進展，將新的共識帶到協談室由雙方再次面對面地討論，迅速達到化解誤會，減少對立增加合作的機會。在過程上調解人以個別協談作為基礎，自然與當事人相處益加熟悉，所以溝通上更為親切容易表達，此階段宜使當事人確實針對問題來討論，並且對調解過程中新發掘的任何問題都不迴避。

　　2.調解人介入不公平的解決方案（Mediator Block in Unfair Settlement）

　　在一般商務上的紛爭，當事人的提議解決方案，只要雙方同意接受，調解人通常都不作評論，但對於家事糾紛，例如，離婚事件、子女監護事件等，調解人有責任對於明顯不公平的解決方案應加以阻止。

　　3.調解人協助改變協商立場（Mediator Help to change Negotiating Position）

　　假如當事人對於自己的陳述主張或原來的堅持準備加以改變，礙於面子上的顧慮而不便當著他方的面前說出來時，則可由調解人協助傳達，這樣使雙方都能圓融而不失立場。

(六)總結（Clousure）

　　調解的最後階段，無論是否達成和解，在程序上都應按步就班的處理，調解委員應就當事人在協商過程中的各項合意內容紀錄下來，如完全達成合意，即應進而處理下列事項：

　　1.宣讀合意內容

　　調解人宜就雙方所合意的內容，清楚的向雙方宣讀並予簡單易懂的文詞向當事人直接說明，此時假如當事人有任何不明白或認為要提出新條件，仍可隨時主張，務使當事人充分瞭，並欣然接受合意內容。

　　例如：調解人會說：「王先生、李小姐，我很清楚地聽到你們進行的協商，對於各項主張、看法或爭執的問題，雙方都已經充分地討論和溝通，雙方所達成的共識，我把它寫下一份草稿，讓我來唸給你們聽，請你們告訴我，是否有誤！」

　　2.說明合意內容的法律效果及督促雙方忠誠履行

　　當事人達成和解之合意後，即應將合意書（Agreement）著作完成，並告知當事人其合意為民事上契約法律效果，雙方應依和解的條件忠實履行。惟如對合意的內容嗣後如有爭執，或不能履行或無法履行者，雙方即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到法院解決，或者亦可再次請求依調解程序請求調解。

第三章　我國的訴訟外糾紛調解

　　調解除在民事訴訟法所定之調解外，其他法律亦不乏沒有調解之規定，而其他法律所規定之調解，正是訟訴外糾紛解決的方式，例如：鄉鎮市調解條例之調解、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之調解、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之調解、公害糾紛處理法之調解、消費者保護法之調解等。其中以鄉鎮市調解條例所規定之調解制度最普遍實施於全國各地，且為國人熟知之糾紛解決運作機制，若從上揭各法律之規定比較觀之，鄉鎮市調解可謂制度較為嚴謹且實施最長久之訴訟外糾紛解決途徑，其他如公害糾處理或勞資爭議糾紛之處理則準用鄉鎮市調解條例之規定甚多，故介紹我國的訴訟外糾紛調解自應以鄉鎮市調解為主要。

第一節　我國鄉鎮市調解之沿革

　　茲就民國以來鄉鎮調解制度之立法沿革說明如後：

　　民國二十年四月內政部與司法行政部訂頒「區鄉坊調解委員會權限規程」，令各省縣市下之鄉鎮組織調解委員會，辦理民刑調解事宜。此係民國以後，政府正式以行政命令規定組設調解委員會之始。至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一日由內政部公布之「鄉鎮保應辦事項」第三十二項規定為「調解紛爭」，此者使鄉鎮調解成為實施地方自治之事項；嗣後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司法行政部及內政部訂頒「鄉鎮調解委員會組織規程」，使各省鄉鎮自治機關設置鄉鎮調解委員會及辦理鄉鎮調解業務，均有一定之標準及依據。民國四十年五月「鄉鎮調解條例草案」初稿送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於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五日第十四會期第三十四次會議決議通過，送請　總統於同月二十二日公布施行全部條文共二十條。至此，在我國行之有年之鄉鎮調解制度正式取得法律地位。

第二節　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組織

　　按鄉鎮市調解條例有關規定，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組織情形大致如下：

　　一、調解委員會由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組織之。鄉、鎮、市、區行政區域遼闊、人口眾多或事務較繁者，其調解委員名額得由省（市）政府酌增之，但最多不得超過二十五人。調解委員中至少應有婦女一名，而調解委員之聘任依調解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由鄉鎮市長就具有法律知識，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推薦，經鄉鎮市民代表會同意後聘任之。

　　二、調解委員會由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調解委員會由主席召集，第一次開會尚未選出主席者，由鄉、鎮、市、區長召集。

　　三、調解委員會開會時，主席因故不能出席者，由調解委員互推一人為臨時主席。

　　四、調解委員會置秘書一人，由鄉、鎮、市、區長指派公所內具有一定資格之人員擔；業務繁重之鄉、鎮、市、區得置幹事若干人。

第三節　聲請調解之法定效果

　　聲請調解之法定效果，乃指當事人向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後，在法律上產生之效果。

一、聲請時之確定

　　聲請調解之方式有以書面及言詞為之。書面聲請以當事人向鄉鎮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提出聲請調解書時為聲請時，而言詞聲請則以當事人向調解委員會以言詞提出聲請並經承辦人記明筆錄完成時為聲請時。如向無管轄權之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經其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調解委員會受理者，以最初向無管轄權之調解委員會提出聲請時為聲請時。

二、聲請之法定效果

(一)聲請調解有中斷民事時效之效力。

　　依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一項規定，聲請調解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消滅時效因聲請調解而中斷。其所稱之調解，不以民事訴訟法上之調解為限，凡法律有聲請調解之規定，而在性質上應認為與起訴有同一效力者，均應包括在內，故依本條例聲請調解者，亦生時效中斷之效力。

(二)對於告訴乃論之罪聲請調解可保持遵守告訴期間之利益。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經調解不成立者，鄉鎮市公所依被害人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

第四節　調解書經法院核定之效力

一、民事事件之效力

(一)當事人不得再行起訴

　　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此所稱之不得再行起訴，係指就同一事件不得再行起訴而言。

　　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如當事人違反前開規定而再行起訴，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款之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二)已繫屬於法院者，視為撤回起訴

　　依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民事事件已繫屬於法院，在判決確定前，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者，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起訴。此所稱之「視為……撤回起訴」，就起訴一造之當事人而言，謂不待其撤回之表示，依法當然產生撤回之效果。就被告而言，不論被告是否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均無須得其同意，即生撤回之效力。

(三)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前段規定：「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一般民事確定判決之效力係指為羈束力、確定力、執行力及形成力四者而言，即調解書經法院核定後，調解委員會或法院即受該調解書記載內容之拘束，除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得參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之規定更正外，調解委員會不得任意撤銷或變更之，法院亦不得為相抵觸之裁判，同時，當事人亦應受調解成立內容之拘束。故當事人非僅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法院亦不得為與調解內容相反之判已核定調解書與民事確定有同一效力，為強制執行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執行名義，故具有執行力。

二、關於刑事事件之效力

(一)當事人不得再行告訴或自訴

　　依本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告訴或自訴。

(二)視為撤回告訴或自訴

依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刑事事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前，調解成立，經法院核定，並經當事人同意撤回者，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



第四章  結論－檢討我國訴訟外糾紛調解

一、我國的訴訟外糾紛調解缺乏健全的統一制度

　　訴訟外糾紛調解的機制在我國固有社會中早已存在，鄉閭間的爭執一向都靠族長、宗長或地方士紳協調和解，而走衙門或上法院則為一般人所不願意。就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中的訴訟外調解，分散於各種糾紛的解決制度，故其主管調解之機構組成方式各異，有常設性質者例如：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有臨時性質者例如：耕地三七五租約調解。調解的運作程序有採強制調解制、亦有任意調解制；調解的法律效果則有一般合約效力與具備民事判決同一效力（例如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調解人的選任則有任期制選聘與任意性選任等。對於糾紛類型屬性，似乎可從其類屬民事性質之私法糾紛，或牽連行政性質之公眾糾紛，分別立法建立不同之調解運作體制。

二、調解人的選聘缺乏專業導向與專業教育訓練

　　調解糾紛的進行與調解的完成端賴調解人的技巧，其中調解人除應嚴守中立的原則外，調解人還要有好的人品、個性與耐心。更重要地，調解人必須要有相當的專業知識與法律常識，不僅在家事糾紛如此，尤其如醫事糾紛顯非一般人所能勝任，例如在美國夏威夷州立大學就專為調解人之訓練設計一系列課程，如非經一定時間之課程訓練，不得充任調解人，足見其身任調解人所應具備調解技巧之需要性。反觀我國現行各種糾紛調解規定中，對於調解人之選聘並無一定資格條件之具體要求，例如鄉鎮市調解委員僅以「信望素孚」為積極選聘資格，則其淪為政治酬庸與地方派系分贓自屬難免之結果，至於專業訓練則更難以想像何時可能實現。

三、政府政策不重視導致訴訟外糾紛調解制度未推展

　　近年來，法庭上的案件負擔，造成訴訟案件裁判品質的下降，在輿論指責下，致司法改革逐漸發現「調解」之重要性，民事訴訟程序中始予加強調解人之重要性，各地方法院故有邀聘鄉鎮市調解委員參與法院調解之設置，惟其制度並未健全之建立，實令人歎惜。尤其行政部門對於散見各種法律規定的訴訟外調解更是陌生且不在乎，或許是將糾紛解決後係化戾氣於祥和，讓衝突融於無形，致未見行政之具體績效堪舉為表功之故，因此從制度之建立，制度之修正或制度之推展，均未見專責主管機關提出，殊為可惜。就現代服務型之政府而言，建制完善之訴訟外糾紛調解制度，其功能除團結社區之群眾力量外，亦減少人民的訴訟勞頓耗費，更進而減少國家司法成本之大額支出，政府應更有建設性的重視與落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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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參見Nancy H. Rogers (1989)“Mediation : Law Policy Practice”P.8-9.

註三、參見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July, 1995).

註四、參見王玉成「美國法院的調解及其理論基礎」，民國79年，司法週刊第493期。

註五、參見郭繼良編輯「中國司法制度教程」(1994)人民法院出版社第261頁至第276頁。

註六、參見張子源「英國與日本民間調解制度之發展」法學叢刊第114期，第39頁至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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